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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領域」概念的興起往往與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對「公共領域轉型」

的研究相聯，由於該研究所針對的背景是歐洲社會，許多學者認為這個概念不

適用於中國的特殊背景，以此來探討中國問題也就頗有爭議1。但這種見解並不

完全令人信服。首先，公共領域完全可以在廣義上界定為社會公眾所接觸的觀

念和信息。由此觀之，所有現代社會都具有某種形態的公共領域2。其次，如果

更嚴格地以「開放與理性」等理想化特徵來界定公共領域，那麼這個概念不只不

適用於中國，對西方社會也很難成立。認為這些標準是西方所獨有的社會特質

而與東方無關，是對「西方」不加批判的膚淺認識。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個西方

社會曾有過哈貝馬斯所謂的「清晰交往」的理想化公共領域，因而他的論述在西

方也備受質疑3。然而，以理想化的形態來思考和追求公共領域仍然有其重要意

義。誠如楊美惠指出，以這些術語來研究中國，也許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式來促

進我們思考和實現某些重要的社會價值4。本文試圖探討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傳

媒改革中的商業化趨勢對公共領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應當如何估價這種影

響？傳媒的商業化能否為知識份子和市民創造更多的可能空間來討論公共事

務？

在世界各國的學術界和知識份子的討論中，傳媒商業化的問題一直受到

廣泛而複雜的批評與爭論，這至少可以追溯到兩次大戰期間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5。無論在左翼或右翼的學者當中，都有許多人對商業傳媒及大眾文化

的影響持質疑態度6。文化批判主義者聲稱，商業傳媒只關心利潤，趨向於製造

娛樂而不是理性的批判性論述。唯物主義論者則強調傳媒與資本主義的制度性關

聯，指出大公司控制下的傳媒不可能在公共討論中扮演獨立和批判的角色7。而

這些論點也同時遭到了來自左右兩派的強烈反駁。例如，一些左派學者指出，對

大眾文化的批判暴露出精英主義對大眾品味的輕蔑8。也有其他論者認為，公司

制度下的傳媒並沒有使批判性評論啞然無聲，也沒有喪失內容的多元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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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識份子對於商業化懷m類似的憂慮。在1990年代中期，有超過三十

家報刊雜誌曾開闢專題或者系列討論，話題包括「人文精神的失落」、「知識份子

的邊緣化」，以及「後現代熱」等等bk。他們尤其擔憂的是，市場導向的傳媒將使

知識份子的聲音逐漸邊緣化，他們所關注的人文精神和民主價值也將被商業大

潮所淹沒。的確，中國知識份子有充分理由懷有這種擔憂。但由於中國社會與

政治歷史的特殊性，這些擔憂還應當被置於自身的獨特語境中審慎地予以檢

討。本文將概括性地回顧分析過去二十年間中國傳媒的變化，包括商業化驅動

下出現的一些次生性趨勢，諸如傳媒的多元化、新技術的引進和全球化等。本

文的結論認為，雖然傳媒的商業化並非靈丹妙藥，但與改革前在意識形態壟斷

下所塑造的等級政治文化相比，它能為開放和理性的公共領域造就更好的條件

和發展前景。

一　中國「國情」與傳媒改革

在討論傳媒商業化的問題中，關注本地的特殊背景尤為重要。中國現存的

傳媒理念和制度設計仍然具有「宏大文化規劃」的傳統，這是改革前歷史的深刻

遺痕。如林培瑞（Perry Link）指出，「它們是一個宏大試驗的一個部分。這個實

驗基於這樣一個前提：即人類有意識的設計可以塑造新的、更好的社會生活

模式。」bl伴隨m計劃經濟，有計劃地重新塑造人性的規劃為造就一個龐大的文

化等級體制播下了種子。在這個文化規劃體制中，經濟和商業利益完全服從

於意識形態和政治的考量。但正像科爾奈（Janos Kornai）等經濟學家所指出的，

計劃經濟制度造就了一系列反常的激勵，往往會導致出乎意料的結果，從而

最終挫敗計劃者的意圖bm。在文化規劃方面也有類似的情況。1980年代早期由

潘曉引發的關於「人生意義危機」的討論，就是意識形態計劃遭到如是命運的一

個例子bn。

儘管在實踐中，文化規劃的結果常常出人意料也令人不滿，但它似乎許諾

了知識份子在社會影響力和自主性方面的特權，因而對知識份子有m強大的吸

引力。文化規劃的方案在中國形成了一整套制度，那些被納入體制等級結構中

的知識份子雖然免受商業化的衝擊和制約，卻無法逃脫政治上的干預和禁錮。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經歷表明，知識份子在政治迫害來臨時大多難逃厄運。而在

1980年代的改革中，一種新的可能吸引了許多中國知識份子，那就是在體制內

參與改革，這既能夠增強知識份子政治上的自主性，也無需犧牲經濟上的自

立。他們將政治領導的言論予以重新闡釋來支持官方改革派的方案，當時的

公共領域似乎出現了令人樂觀的前景。許多著名的知識份子復出，意識形態

的控制日漸放鬆，外國文化和觀念也可以輸入中國，這些發展都令人鼓舞。

但是，眾所周知，獨立知識份子與現存體制結盟的改革方案在1989年以失敗

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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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中國傳媒的商業化起始於一個特殊類型的公共領域：先前完全

被官方壟斷所控制，爾後知識份子加入體制內的改革也終於流產。這種特殊的

「國情」與其他許多國家的背景有較大差異，構成了自身獨特的起點，也導致了

不同的制度發展軌X，因此，傳媒的商業化對中國公共領域的影響也產生了不

同的影響。

中國傳媒的商業化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之後尤為顯著。但在很大程度上，

1980年代的改革已經為後來的商業化埋下了重要伏筆。當時最重要的一項改革

措施，是傳媒機構從行政單位變成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單位（所謂「事業單位，企

業管理」）bo。傳媒機構轉型為自負盈虧的單位，國家的行政補助逐漸減少，這給

傳媒機構帶來壓力，迫使它們生產具有市場銷路的產品。許多傳媒採納了目標

和配額制度，把壓力轉嫁到僱員身上。不少傳媒最終成功，獲利甚豐。例如，

到2000年為止，中央電視台的廣告收入超過六億美元。而國家撥給的補助只具

有象徵意義，不過是為了表明國家仍然是中央電視台的主人而已bp。

廣告業的恢復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文革後的第一個電視廣告（一

種飲料）於1979年在上海電視中播出，觀眾大感意外，紛紛打電話到電視台詢問

是否出了差錯bq。此後，眾多的報刊雜誌開始經營廣告業務，使廣告業蓬勃興

起。據韋伯（Ian Weber）統計，中國廣告消費在1990年達到25億人民幣，到2000年

則飆升至1,856億。其中，電視和報紙成了廣告收入的大頭br。廣告業的復興使

中國傳媒走向市場，又反過來促進了廣告消費，廣告與傳媒的這種互動作用加

速了傳媒的商業化趨勢。

傳媒的放權或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管理也是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

1983年出台的「四級電視台」政策使眾多傳媒獲得了更高的自主權bs。改革之前新

華書店壟斷圖書發行的局面也被打破。1990年代中期開始，私營書店的店主或

書商可以擁有分布廣泛的圖書發行網絡，其發行速度和效率可能遠勝於新華書

店。改革也為中國人直接接觸國際傳媒提供了更多機會。比如，1995年中國對

國外影片的進口條例作出重大修改，在與國外出口商實行分成票房收入的條件

下，每年可以進口十部電影，從而推動了國外電影大片在中國的展映市場bt。

二　傳媒體制與內容的多樣化

中國傳媒的商業化產生了一些重要的次生後果，首先是傳媒的多樣化。傳

媒產量獲得了驚人的增長。例如，1990年出版的雜誌數量是1978年的六倍以

上，而從1990年到1999年則又增加了40%。每份雜誌的篇幅及發行量也都大幅提

升。電視台的數量則從1983年的52家增加到1990年的509家，到1999年更多達

943家ck。無庸置疑，容量的擴大增強了多樣化的趨勢。但問題是：這在多大程

度創造了一個更為開放和更有包容性的公共討論空間？對此，我們可以從傳媒

所有制的多樣化和傳媒內容的多樣化這兩個方面予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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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國傳媒所有制結構的確呈現出多元化趨勢，但程度仍然有限。例

如，私營公司可以生產電視節目，並經由廣告商代理發行，但只能由國家所有

的電視台播出。同樣，私人企業家可以發行圖書，但只有官方國有的出版社才

可以合法出版圖書。期刊所有制也受到類似的限制。也就是說，在內容生產和

發行領域方面已經有一些鬆動的空間，但在出版權和廣播權方面仍然有嚴格的

控制。雖然傳媒機構採取了企業化的經營管理，但依然屬於「事業單位」，這意

味m上級政府和黨組織仍然在僱傭或解僱成員、允許或禁止內容的出版或播映

等方面擁有決定權。儘管如此，商業化背景下出現的許多「變通」操作，的確形

成了某種意義上的體制多元化。就期刊而言，許多機構把傳媒的所有權當作其

收入的重要來源，而且能對市場需求作出反應。這使產權所有機構和期刊的實

際操作之間的關係變得微妙，正如期刊的所謂「掛靠」操作模式所體現的那樣，

正式允許的所有制和非正式默認的所有制之間的界限變得曖昧不清。在圖書出

版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出版社和私營企業家在營銷領域中的協作為書商提供了

新的空間。書商由此可以推薦書稿，參與編輯過程，從而承擔許多出版社的職

能，以至於可以通過「買賣書號」方式來變相地從事出版活動。

內容方面的多樣化比較複雜。與過去相比，曾經主導中國公共領域的官方

政治新聞，如今比例大大下降。雖然黨的機關報紙，即「官方喉舌」，依然按指

令刊登大量政治新聞（如領導的講話、官方會議報導等等），但其相對數量已大

大減少，影響力也大大衰落。因為機關報沒有多少市場需求，大多只能通過官

方指令在工作單位流通，而其他報紙的發行則主要通過家庭訂閱和報亭銷售而

日益活躍。因此，有論者指出：「中國讀者和觀眾普遍認為，大報沉悶而小報熱

銷；報紙的頭版讓人興趣索然，但娛樂和周末板塊卻生動活潑；主導報刊和

官方電視節目呆板，而附屬的出版物和娛樂性內容卻富有激發性。」cl那些諸如

體育、名人趣聞、生活方式和時尚休閒等「軟新聞」，因為具有商業價值，在政

治上也容易過關，因此頗為盛行，這與其他許多國家的情況區別不大。

但問題在於，這類「軟新聞」並不能為市民的政治參與和公共討論提供有意

義的幫助。正如斯帕克斯（Colin Sparks）所言：對許多人來說，了解曼徹斯特聯

隊的競賽紀錄，要比了解一個不引人注目的議會在生育問題上的投票記錄有意

思得多，但這並不是說體育知識更加重要。任何一種民主理論，即便是精英民

主理論，都要求大眾具有起碼的關於政治核心問題的知識，這是具體實現民主

制度的必要條件。而小報新聞或庸俗化的新聞不能給觀眾或讀者提供實踐公民

權利的必要知識cm。儘管存在種種缺失，我們仍然要在中國特殊的政治語境中認

識商業化傳媒的特殊意義。實際上，中國傳媒中「軟性內容」的增加，標誌m國

家權力功能的重要變化。

在商業化之前，國家主導的「塑造新的更好的社會生活」的宏大試驗是國家

權力的驚人擴張，包括對私人領域的吞併。而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則開啟了一

種轉型，鄒讜教授稱之為「歷史分水嶺」cn，此後，國家開始放棄了許多原有的權

力職能，從私人和許多社會領域中退出。在這個意義上，以大眾文化為導向的

傳媒的增長，特別是當傳媒受到市場而不是政治驅動的時候，它既是社會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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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增強的標誌，也對此起m重要的推動作用。中國人現在已經有更多的閒暇和

空間來安排和設計自己的身份認同和個人興趣。從婦女雜誌到體育雜誌等各種

範圍的軟性傳媒，為這些個人規劃提供了有效資源。雖然如斯帕克斯上文所

述，這絕不等於出現了一個自主的公共領域，但我認為它是形成自主性公共領

域的重要前提。

除了軟性內容的盛行之外，傳媒在商業化改革中也出現了許多受市場歡迎

的「輿論監督」內容。例如，「深度調查」類的報導受到大量讀者和觀眾青睞，當

然，學者對其監督功能的性質有不同評價。趙月枝認為，「通過傳統傳媒管理機

制，黨的領導能夠制訂傳媒的日程安排，指示傳媒的監督方向和目標。」co她進

一步指出，大多數調查性報導所針對的只是個別低級官員的權力濫用，而不是

國家的重大體制和政策。她由此認為，所謂「輿論監督」的新聞並不能發出有效

的反對聲音。而李小萍則積極肯定了著名的調查性節目《焦點訪談》。她認為，

平均每天2-2.5億觀眾收看這個節目，顯示了它重要的公眾影響力。她贊同蕭功

秦的觀點，即「除了那些直接或間接與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有關的問題，政治控

制的領域在逐步縮小」cp。

對於多樣化而言，有些公共領域的邊緣性報刊也值得關注。所謂「邊緣性」

是指那些編輯政策甘冒一定政治風險，或者發行量相對較小的報刊。當然，類

似於「打擦邊球」等冒險策略因為缺乏制度保障，往往經不起政治干預。官方可

以推遲或暫停其出版，或者更換編輯主管和干預編輯政策。干預的決定通常在

幕後作出，也很少在事後加以說明，當事人也沒有申述的權利。這種干預往往

導致投資者的經濟虧損，也會對傳媒主管的仕途造成嚴重後果。儘管這在傳媒

界已為人所熟知，但依然有一系列報刊採用這種邊緣性操作。例如《南方周末》

的策略使其獲得了相當大的社會影響，也擁有很高的發行量和鉅額廣告收入。

雖然其成功不具有體制的保障，也不能證明一個自主性公共領域的存在，但的

確有助於推動多樣化的公共言論。

總之，中國傳媒的商業化在有限的程度上增加了傳媒的多樣性，但在政治

敏感的話題領域中，批評性言論仍然沒有多少空間。現有的所有權結構表明，

官方依然有能力在特定政治問題上組織大規模的宣傳運動。邊緣性報刊或許能

發表一些批判性言論，但經常用詞晦澀、委婉，而且影響有限。在另一方面，

大眾的確比以前擁有更多的空間來選擇自己信息消費的內容，具有更多的文化

資源來建構私人領域的生活。

三　新技術與全球化的影響

在中國傳媒改革中，電視、互聯網和音像製品（CD、VCD和DVD）等新型傳

播技術的興起，推動了中國公共領域的多元化發展，但其意義也受到制度背景

和使用者興趣的制約。電視在1978年的中國還只有少量觀眾，但到1990年已經

成為中國的主導傳媒。電視的發展強化了私人領域的自主性，它的作用與許多

雖然傳媒出現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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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32 二十一世紀評論

傳媒理論的預測相反。如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和霍克海默爾（Max

Horkheimer）曾認為，廣播傳媒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存在關聯，因為廣播傳媒創

造了一個從當權者到大眾的單向交流渠道cq。而在中國情況有些相反，當電視日

益普及之後，收看電視節目最終成為家庭領域的私人活動，這使中國民眾的社

會傳播模式發生改變，得以由從前的（諸如「政治學習」等）強迫性的公共參與，

變成謹慎的個人化消費。這無疑為中國人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權來選擇傳媒，也

提供了更自由的解讀傳媒內容的可能cr。

1996年互聯網技術開始引入中國，雖然目前還遠未普及，但正在以驚人的

速度發展。中國官方積極支持互聯網的發展，把它看作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工

具，但也壟斷m如地下光纜等網絡的基礎設施，私營企業沒有獨立的網絡基礎

資源。同時，官方制訂了嚴格的內容發布規則，例如在新聞報導方面，只允許

互聯網的內容供應者（ICP）發表已在官方報紙上刊登的內容。即便如此，由於互

聯網獨特的技術性質，還是為中國網民提供了更快捷地獲取多種信息的渠道，

以及更開放的參與公共討論的平台。互聯網的「橫向連通」結構使信息封鎖較為

困難，網民通常總是有辦法繞開封鎖，獲得從盜版音樂到政治異端意見等被查

禁的信息。低成本和相對便利的信息發送方式使私人可以借互聯網把信息廣為

散布。但另一方面，網絡上流通的信息也完全可以被監視。比如，在聊天室和

論壇中發表「壞貼子」可以受到監控，甚至法律制裁。互聯網企業也可能像傳媒

單位一樣受到指令和制裁。政府對具有「敏感信息」的網頁實施的封鎖也有一定

成效。特別是這種控制採取了高技術手段，例如近來使用的packet-sniff軟件，

它能攔截含有特定詞彙組合的電郵或者網頁。蔡斯（Michael Chase）和馬爾韋農

（James Mulvenon）在最近一項調查中發現，沒有任何異議團體能夠通過互聯網

對中國政府構成挑戰cs。因此，早先那種認為互聯網技術將會顛覆一切等級體制

的預言，現在看來只是烏托邦式的幻象ct。

當然，就互聯網功能的評價而言，公共討論的範圍和質量比是否對政府構

成挑戰是更為重要的標準。就此而言，互聯網作為傳媒仍然存在m許多限制。

首先，儘管互聯網發展迅速，網絡用戶仍以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的群體為主，

其中主要是單身男性dk。其次，在中國也和其他國家類似，大量參與論壇（布告

欄）和聊天室的匿名發言，質量參差不齊，許多言論既不理性也不文明。但無論

如何，互聯網正使中國的公共領域變得更為開放和包容。白傑明（Geremie

Barmé）和戴維斯（Gloria Davies）指出，在有關「長江讀書獎」的爭論中，許多中

國知識份子發現互聯網是一個更為開放的場所，熱烈地參與了網上討論dl。雖然

他們在結論中指出，這些網上討論帶有許多「文人相輕」的傳統陋習，也還遠不

是一個自主的公共領域，但我認為，類似「長江讀書獎」的討論，是朝向更為開

放、包容和理性的公共領域進展的重要標誌。總之，新傳媒技術的引進對中國

公共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當然，技術的影響不是決定論式的，也沒有使制度

環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技術自身的特性使得制度在與傳媒實踐的互動之中

產生了新的可能，從而導致了漸進性的卻也是重要的進展。

新型傳媒互聯網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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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中國傳媒的商業化促進了不同形式的全球化趨勢。就中國電視而

言，由於頻道數量急劇增加，需要大量進口電視節目來填補播映時間的空缺。

而中國各大電影院每年都上映一定數量的進口電影以保障票房收入。市場上流

通m不計其數的國外音像製品，其中大部分是盜版光碟。而外國雜誌的中文版

也逐漸在大陸發行。在互聯網的使用中，有證據顯示較高比例的中國用戶瀏覽

中國之外的網址dm。此外，一些跨國傳媒企業，包括美國在線、時代華納、默多

克（Rupert Murdoch）的新聞公司和德國企業貝塔斯曼（Bertelsmann）等，都已經有

限度地進入中國市場。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傳媒的全球化趨勢將會

更加盛行。

許多全球化的批評者認為，傳媒的全球化會使本土文化的生產衰亡。這種

擔心並非空穴來風。首先，主要的信息都由國外進口，那麼本土的公共領域的

理性討論就無從談起。其次，跨國傳媒公司在商業競爭中處於強勢，可能形成

對本土市場的壟斷和文化霸權。例如，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中，好萊塢

的產品主導了電影市場dn。的確，跨國傳媒企業的動機並不指向建設一個理性的

公共空間。默多克的新聞公司就是一個例子。默多克在許多國家都遭到了批

評。他野心勃勃地獲得傳媒資產，導致了傳媒所有權的高度集中，同時為了盈

利通常製造轟動性的庸俗新聞，而不惜放棄新聞應有的道義立場。例如，當初

默多克從香港大亨李嘉誠手中購買了1星電視後曾宣稱，極權體制不可能抵擋

現代通信技術所保障的消費者自主性do。但後來他很快發現，中國當局能夠通過

各種強制手段來抵制1星電視之類的現代技術的開放性。於是，為了其傳媒能

夠進入中國大陸盈利，默多克向中國官方做出許多「友好讓步」，包括從1星電

視節目中刪除中國官方敏感的英國廣播公司（BBC）節目，把《南華早報》出售給

馬來西亞企業家郭鶴年，而後者在接手後就解僱幾位聲譽卓著的記者，「軟化」

了有關中國的新聞報導。默多克所建立的鳳凰1視，在新聞報導方面迅速快

捷，並製作了豐富的娛樂節目，因而比中央電視台更能吸引觀眾。但其新聞和

編輯政策極力弱化批評性，避免觸犯中共當局dp。這使默多克得以與中國大陸保

持良好的合作關係，近來在廣東省獲得了利潤豐厚的有線電視市場。

當然，在抨擊全球化弊端的同時，我們也不應當忽視它對文化變遷複雜和

多面的影響，特別是傳媒全球化對於不同文化語境（如對加拿大和北朝鮮）可能

會產生非常不同的意義。因為同一個文本或文化事件，在不同的語境中會獲得

不同的意義闡述。例如，閻雲翔指出，與美國人相比，中國人對於麥當勞的理

解就很不相同。在許多中國人的感覺中，麥當勞是一種更為昂貴、時髦和國際

性的消費dq。類似的，駱思典（Stanley Rosen）發現，在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

被轟炸之後，許多中國年輕人傾向於接受中國傳媒的報導，而那些可以直接接

觸國外傳媒的人，如果感到國內外傳媒對事件有不同的解釋，會傾向於排斥國

外的報導，將其視作外國政府編造的謊言dr。由此看來，全球化雖然使國外傳媒

進入中國，卻並不意味m將導致西方文化的壟斷與霸權，也不意味m中國正在

成為國外文化入侵的犧牲品。實際上，國外傳媒企業總是要剪裁它們所生產的

許多批評者認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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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以適應當地的需求。而在全球化的衝擊下，中國國內的文化封閉和管制

可能逐步放鬆，中國自身的傳媒和文化產業就極有可能獲得更強的競爭力。

四　結 論

中國傳媒的商業化表明：通過有意識的文化設計來塑造新型社會生活模式

的宏大試驗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對於許多知識份子來說，放棄這個文化

設計工程似乎是有損其地位。在一個由政治統制的世界中，至少在表面上，觀

念和操縱觀念的知識份子顯得格外重要。而在消費社會中，知識份子陷入了某

種內在的困境。市場和思想之間的關係是複雜曖昧的，大眾文化產業也需要創

造性的理念和才能，並回之以豐厚報酬，但它趨向於以經濟標準而非藝術和智

性的品格來評價文化生產。對於迷戀於後一種標準的人們，市場所造成的體驗

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腐敗和專制。

如今，信息、觀念和權力依然在中國社會中流通，但其方式已經受到了市

場的深刻影響。這個轉型創造了一個相對自主的私人生活領域，同時又是複雜

和多面的，蘊含m各種可能性的後果。其中的一種可能是，消費將成為中國公

共傳媒的中心話語。傳媒既是消費對象，自身也在促進更多的消費。在這種環

境下，各種意識形態依然在傳播，但私人領域越強大，那些缺乏大眾感召力的

觀念就越難以贏得公眾。與此同時，許多論者指出，民族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在

中國傳媒中仍然有很大市場ds。許多國家的歷史也表明，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

以及對公共領域的政治控制，可以與消費主義、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市場

導向的公共領域長期共存、並行不悖。總之，傳媒市場的迅速發展產生了日益

增長的、至少對某些人來說是可資利用的資源。而傳媒市場最顯著的特徵是其

任意性和無序性。這意味m任何人都很難完全控制中國傳媒的未來。與商業化

之前由國家所壟斷的傳媒相比，中國傳媒在持續、複雜而多面的變化中，更有

希望出現一個更為開放、更具包容和更為理性的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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